
 

心理学报  2018, Vol. 50, No.10, 11691179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8.01169 

 

                       

收稿日期: 2017-09-2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No. 71632002)。 

通信作者: 张志学, E-mail: zxzhang@gsm.pku.edu.cn 

1169 

群体背景下的自我监控：对个体地位获取 

和群体任务绩效的积极效应* 

胡琼晶 1  路  西 2  张志学 3 
(1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自我监控是与人际互动密切相关的人格特质。在群体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 自我监控不仅影响个体的人

际交往质量, 同时也作用于群体内部的互动; 并且, 自我监控的作用可能随着群体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为探究

上述设想, 本研究针对 32 个大学新生寝室进行了一学期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 在个体层面, 个体自我监控水平

促进群体成员对该个体的积极情感, 并进而间接促进其在群体中的地位获取(个体地位和友谊网络中心度); 在群

体层面, 群体自我监控水平促进群体成员间的凝聚力, 并进而间接促进群体在合作中的绩效表现。此外, 个体自我

监控水平对他人积极情感的影响存在时间效应, 具体而言, 其正向效应随着群体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本研究

揭示了自我监控对于个体和群体发生影响的机理, 对于自我监控理论以及地位等相关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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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作为一种人格特质 , 

描述的是个体在不同情境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

应特定情境需要的一种倾向(Synder, 1974)。高自我

监控者善于管理自身的情绪表达, 在人际交往中会

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e.g., Diefendorff, Croyle, & 

Gosserand, 2005; Wang, Hu, & Dong, 2015)。在群体

背景下 , 自我监控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群体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自我监控不仅影

响个人在群体中人际关系构建的有效性, 同时也可

能影响到群体互动的质量。 

以往研究发现了群体中的高自我监控者的优

势, 比如更具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Zaccaro, Foti, & 

Kenny, 1991), 在人际网络中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Mehra, Kilduff, & Brass, 2001; Oh & Kilduff, 2008)。

但是, 已有研究仅仅考察了自我监控对于群体中的

个体的作用 , 却忽略了自我监控在群体层面的影

响。群体研究表明 , 群体的个性构成 (personality 

composition)会影响群体过程 , 进而影响群体的绩

效 表 现 (Bell, 2007; Colbert, Barrick, & Bradley, 

2014; Lin & Rababah, 2014)。那么, 群体自我监控

的构成——群体的平均自我监控水平, 是否会通过

影响群体内成员互动的质量, 从而间接影响他们在

群体任务中的表现？探讨群体的自我监控构成对

群体互动及群体结果的影响将能深化对自我监控

本质的认识, 拓展自我监控理论的解释范畴。此外, 

在群体建立到发展的过程中, 自我监控这一人格特

质对人际互动的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 已有

研究基本假定自我监控的作用是稳定的, 忽略了在

群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自我监控发挥的作用大小可

能有所不同。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 , 本研究将采用动态视角 , 

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探讨自我监控对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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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作用。在个体水平, 我们关注自我监控如何

影响个体的人际表现——个体地位(status)和友谊

网络中心度(friendship network centrality), 两者共

同刻画了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水平; 在群体水平 , 

我们关注群体自我监控的构成如何影响群体的合

作 表 现 —— 群 体 合 作 中 的 任 务 绩 效 (task 

performance)。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水平和群体在

合作任务中的绩效表现都是社会互动质量在群体

背景下的重要标志, 并且与自我监控这一人格特质

有着密切的关联。 

1.1  群体内：自我监控对个体人际表现的影响 

群体中的个体在个性特征、价值观、行为习惯

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要在群体中获得高质量的人

际关系, 首先需要去理解不同成员的特点, 从而采

取适宜的沟通和行为方式。相比低自我监控者, 高

自我监控者更善于观察和理解与他人相关的信息。

Synder 和 Cantor (1980)发现高自我监控者更善于描

绘他人形象 , 而低自我监控者更善于描绘自我形

象。这表明高自我监控者能够准确把握不同群体成

员的特点, 并以此为行为线索表现出令对方喜欢的

行为。其次, 已有研究也发现高自我监控者更善于

运用幽默来表达观点(Turner, 1980), 恰当地控制交

谈节奏(Dabbs, Evans, Hopper, & Purvis, 1980), 进

而促进群体其他成员在与高自我监控者的社会交

往中的愉悦程度。此外, 高自我监控者在自我展示

时会更多表现积极情绪, 更少展现消极情绪(Ickes, 

Holloway, Stinson, & Hoodenpyle, 2006)。由于寝室

成员生活接触频繁, 很容易产生情绪传染, 因此寝

室中的其他成员在和高自我监控者相处会更多感

受到积极情绪。 

由此推测, 相比低自我监控者, 高自我监控者

更 有 可 能 在 群 体 内 让 他 人 对 自 己 持 有 积 极 情 感

(positive sentiments)。情感是对特定个体或事物的

效价评估, 反映了对该个体或事情的喜欢或不喜欢

(Frijda, 1994; Kelly & Barsade, 2001)。遵循 Scott, 

Colquitt 和 Zapata-Phelan (2007)的做法, 本研究将

积极情感定义为其他群体成员预期或实际与某一

个 体 互 动 时 所 引 发 的 积 极 情 绪 反 应 —— 愉 快

(joviality) 和 自 信 (self-assurance) 。 愉 快 包 含 快 乐

(happiness)和激情(enthusiasm)的感受, 自信则包含

骄 傲 (pride) 和 信 心 (confidence) 的 感 受 (Watson, 

2000)。高自我监控者他人导向的人际互动方式会

让与之相处的群体成员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因

而形成对该成员的积极情感。 

此外, 我们认为自我监控对他人积极情感的正

向作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在群体形成

的初期, 成员之间的交流有限, 彼此的交往也比较

谨慎, 以维持表面的和谐关系。但是随着群体的发

展, 群体内成员的个人特质在互动中会不断表露。

此时, 高自我监控者由于倾向于捕捉与他人有关的

信息(Synder & Cantor, 1980), 因而可以更有效地理

解他人的个人喜好、行为习惯、性格等, 并在与他

人交往时更有针对性地使用人际沟通的技巧, 让他

人感到更多的积极情绪。相反, 对于低自我监控者, 

由 于 他 们 更 关 注 与 自 我 有 关 的 信 息 (Synder & 

Cantor, 1980), 他人的自我表露并不能有效地提高

他们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理解。与此同时, 由于低

自我监控者更倾向于以自我的感受、喜好来展现自

己的行为(Gangestad & Snyder, 2000), 随着群体的

发展他们更有可能与他人发生冲突, 令他人感到不

悦。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个体自我监控水平正向预测他人积极

情感; 并且其预测力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在群体中, 人际关系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地位获取。地位反映了个体在群体中获得的尊重和

享有的威望(Magee & Galinsky, 2008)。高地位的个

体会获得更多的资源, 对群体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更容易使他人顺从, 因此获得高地位是个体在群体

中的一个重要目标(Pettit, Yong, & Spataro, 2010)。

人们是否赋予某一个体较高的地位可能受到情绪

的影响。当在与某一个体的相处中体验到积极情绪

时, 人们会更关注该个体, 也会更愿意与之相处、

受其影响。人际互动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是一种重

要的资源(Fredrickson, 1998)。人们希望获取并保存

自己的资源, 因此会更倾向于与那些让自己体验到

积极情绪的人相处(Hobfoll, 1989), 并由于喜欢甚

至依赖而赋予其更高的个体地位。 

除了群体成员因顺从而赋予个体地位之外, 在

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友谊网络中心度(Baldwin, 

Bedell, & Johnson, 1997)也是一项衡量个体在群体

中地位的重要指标。正如上文所述, 当人们在与某

一个体相处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时, 会更愿意

与该个体交往, 更可能与其发展出亲密的朋友关系; 

该个体因此会获得更高的友谊网络中心度。在群体

中, 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越高, 人们越会对该个体

持有积极情感。所以, 自我监控水平会通过提高他

人的积极情感从而对个体在群体内的地位获取(个

体地位和友谊网络中心度)起到正向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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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个体自我监控水平通过群体内他人的

积极情感对个体地位获取(个体地位和友谊网络中

心度)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 

1.2  群体间：自我监控对群体合作表现的影响 

以往研究主要比较了不同自我监控水平的个

体在人际互动、工作表现上的差异(e.g., Scott, Barnes, 

& Wagner, 2012; Turnley & Bolino, 2001), 但对于

自我监控在群体层面的效应却探讨甚少。群体的平

均自我监控水平越高, 表明群体中的个体整体上更

善于根据情境的和人际的线索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Synder, 1974)。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群体更可

能形成较强的凝聚力(cohesion)。一方面, 当群体成

员都能较好地调控自己的行为时, 不同成员之间会

产生更加愉悦的互动、形成更好的人际吸引, 成员

之间会更愿意一起开展合作。另一方面, 在面临冲

突的时候, 高自我监控者也更有能力通过合作和妥

协去解决问题(Zaccaro et al., 1991); 群体平均自我

监控水平越高 , 意味着成员间更能有效解决冲突 , 

避免冲突升级对团队凝聚力的伤害。综合来看, 群

体自我监控水平会对群体凝聚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外, 群体自我监控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也将

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在群体成立的初期, 由于成

员们刚进入一个新的社交环境, 他们会采取暂时性

印象管理的策略; 但是在群体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

程中, 群体会经历更多的事件(如集体活动、冲突

等), 特质自我监控的作用就会逐渐显现。成员们整

体的自我监控水平越高, 他们越能在长期的活动中

保持适宜的行为和交流方式, 从而发展成有凝聚力

的群体; 但当成员们整体的自我监控水平较低时, 

成员们无法继续维持早期的表面和谐, 这将对群体

凝聚力造成负面影响。也就是说, 自我监控水平高

的群体和自我监控水平低的群体在群体凝聚力上

的差异会随群体发展而凸显。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3：群体成员的平均自我监控水平正向预

测群体凝聚力; 并且其预测力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群体的凝聚力越高, 群体成员间往往有更强的

联系, 有更高的集体概念, 有更大的向心力(Man & 

Lam, 2003)。群体凝聚力有利于促进群体成员间的

协调 ,  使群体合作更加顺畅 (Mullen & Copper, 

1994)。在高凝聚力的群体中, 群体成员会有更强的

目标承诺, 会付出更大的个人努力以实现群体目标

(Klein & Mulvey, 1995)。凝聚力带来的这些积极后

果有利于群体成员更好地完成群体任务, 特别是在 

需要成员之间较多沟通与协调的合作型的任务中, 

高凝聚力的群体往往会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以往的

实证研究也较好地支持了凝聚力对群体绩效的积极

效应(Beal, Cohen, Burke, & McLendon, 2003; Filho, 

Dobersek, Gershgoren, Becker, & Tenenbaum, 2014)。 

考虑到群体自我监控水平对群体凝聚力的促进

作用, 我们提出群体自我监控水平可能通过提高群

体凝聚力从而对群体任务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 

假设 4：群体成员的平均自我监控水平通过群

体凝聚力对群体的任务绩效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 

图 1 呈现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图 1  自我监控作用的机理与影响图示 
注：实线箭头表示概念间的因果关系; 虚线箭头表示群体概念

由个体概念加成得到 
 

2  研究方法 

2.1  参与者和程序 

我们选取了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寝室为研究

对象, 在 2016 年 9~12 月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

选取大一新生寝室为调查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

面的考虑。第一, 新生寝室可以尽可能控制不同群

体之间在群体内异质性上的差异, 寝室内成员性别

相同、年龄相仿。第二, 新生寝室是一个没有明确

目标和确定社会规范的群体, 是一个弱环境, 更有

利于观察特质的影响。第三, 新生寝室属于刚组建

的群体 , 对他们做跟踪调查有利于观测因果关系 , 

跟踪调查的方式也能够探究自我监控的动态效应。

基于以上考虑, 在新生入学第一周, 我们招募了 40

个新生寝室(18 个男生寝室和 22 个女生寝室)参与

调查, 共 159 人, 其中男生 71 人(一个男生寝室为

三人寝室)。我们分别在第 3 周(T1), 第 9 周(T2), 第

15 周(T3)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 每次数据采集均在

5 天内完成。最终一共有 32 个寝室(12 个男生寝室)、

122 名新生(45 名男生)参与了完整的三次调查。  

2.2  变量测量 

2.2.1  个体水平 

个体自我监控(T1)：个体自我监控的测量采用

了 Lennox 和 Wolfe (1984) 13 个条目的量表。条目

如“在社交场合 , 如果我感觉有必要 , 我有能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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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我的行为”, “我能够通过别人的眼睛准确判断他

们的真实情绪” (1=非常不符, 7=非常符合)。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他人积极情感(T2)：遵循 Scott 等人(2007)的做

法, 我们从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Expanded (PANAS-X, Watson & Clark, 1994)表中抽

取了 4 个条目来测量他人对特定个体的积极情感。

在测量时, 我们让参与者依次评价与其他各个寝室

成员相处时的情绪感受——“当我和他/她在一起时, 

我感到：高兴的/充满激情的/自豪的/自信的” (1=非

常不符, 7=非常符合)。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所以我们将 4 个条目求均值。在计算时, 他

人对特定个体的积极情感(T2)是取寝室其他成员针

对该个体所做出的评价的平均。如图 2 所示, A 在

他人积极情感上的得分是将 B, C, D 三人评价的在

与 A 一起时的情绪感受取平均分得到, 以此类推

B, C, D 在他人积极情感上的得分。我们计算了 Rwg 

(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和 ICC (1)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这两个衡量组内不

同评价者之间评价一致性的重要指标(LeBreton & 

Senter, 2008)。结果显示 Rwg 的中位值是 0.97, ICC 

(1)值为 0.60, 表明在一个组(寝室)内, 其他成员针

对某个特定成员所做出的评价有良好的组内一致

性, 可以把其他成员针对特定个体的评价聚合从而

衡量该个体的他人积极情感(T2) (James, 1982)。 
 

 
 

图 2  他人积极情感测量示例1 
 

他人积极情感(T3)：他人积极情感(T3)采用了

和 他 人 积 极 情 感 (T2) 相 同 的 测 量 方 式 。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Rwg 的中位值是 0.98, 

ICC (1)值为 0.62。 

个体地位(T3)：根据 Anderson, John, Keltner

和 Kring (2001)以及 Bendersky 和 Shah (2012)的做

法 , 我们采用三个条目来测量个体在寝室中的地

位。我们让参与者依次对其他各个寝室成员做出评

                                                           
1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建议我们采用示意图的方式来更清晰地表现

测量方式。 

价。具体条目为“该室友在寝室很有威望”, “该室友

在寝室很受尊敬”, “该室友在寝室很有影响力” (1=

非常不符, 7=非常符合)。某一个体的地位等于寝室

内 其 他 成 员 对 该 个 体 地 位 评 价 的 平 均 。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Rwg 的中位值是 0.97, 

ICC (1)值为 0.58, 表明一个组(寝室)内, 其他成员

对某个特定成员的地位评价具有良好的组内一致

性, 因此我们将其他成员对被评者的评价聚合来反

映被评者的个体地位。 

友谊网络中心度(T3)：让每个参与者评价其他

寝室成员, “该成员是不是你生活中的朋友(生活中

一起娱乐、运动等) (1=是, 0=否)？”某个个体的友

谊网络中心度等于寝室内将其当作朋友的成员的

总数(Klein, Lim, Saltz, & Mayer, 2004)。 

2.2.2  群体水平 

群体自我监控(T1)：在本研究中, 群体自我监

控采用了群体内个体自我监控水平的平均分。以往

关于群体层面个性构成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操作范

式(LePine, 2003)：(1)加成模型(additive model)——

成员平均分; (2)联合模型(conjunctive model)——

最低分者的分数 ; (3)分离模型(disjunctive model) 

——最高分者的分数。就本研究而言, 我们采用加

成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 联合模型适

用于当组与组的差异来自于最低分者时, 分离模型

适用于当组与组的差异来自最高分者时 (LePine, 

2003)。群体凝聚力的形成是基于成员彼此之间的

互动的, 因此个别的高自我监控者或低自我监控者

可能并不足以决定群体凝聚力, 而成员总体的自我

监控水平会更具有影响力。第二, 我们发现平均分

数(加成模型)与最低分(联合模型)和最高分(分离模

型)高相关。总体上, 群体自我监控的平均分与最高

分(r = 0.68, p < 0.001)和最低分(r = 0.56, p < 0.001)

都高相关, 这表明平均分与另外两种替代性计算方

法存在很大的重叠。第三, 以往研究表明加成模型

对结果的预测更具有代表性, 即能在不同的任务情

境中预测结果(e.g., Tziner & Eden, 1985; Devine & 

Philips, 2000)。此外, 采用加成方式也符合已有文

献的做法(Roberson & Williamson, 2012)。综合以上

考虑, 在本研究中, 我们采用了所有成员自我监控

水平的平均值来衡量群体自我监控。个性特征是每

个个体固有的属性, 一般而言不会在群体成员间收

敛(converge), 因此对于这种加成方式不需要计算

评价者的一致性(e.g., Bradley, Klotz, Postlethwaite, 

& Brown 2013; Lin & Rababa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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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凝聚力(T2)：群体凝聚力(T2)由每个成员

对寝室的凝聚力做出单独的评价, 再对寝室内所有

成员的评价取平均得到。具体量表采用了两个条目

(Jehn & Mannix, 2001), 分别是“我们寝室有很强的

凝聚力”、“我们寝室的成员具有团队精神” (1=非常

不符, 7=非常符合)。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Rwg

的中位值是 0.88, ICC (1)值为 0.25。 

群体凝聚力(T3)：群体凝聚力(T3)采用了和群

体凝聚力 (T2)相同的测量。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Rwg 的中位值是 0.89, ICC (1)值为 0.24。群

体凝聚力(T2)和群体凝聚力(T3)在 Rwg 和 ICC (1)

上的得分表明寝室成员对寝室的凝聚力感知具有

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聚合到群体层面是合理的。 

群体任务绩效(T3)：群体任务绩效采用了客观

的行为测量。第三次数据收集在实验室中进行。寝

室成员首先完成问卷调查, 然后进行团队任务——

拼 图 游 戏 。 该 拼 图 游 戏 改 编 自 刘 雪 峰 和 张 志 学

(2005)的管理生产练习。在这个游戏中, 所有寝室

成员将分成两种角色(D 和 W)来合作完成一个拼图

任务。D 组(2 人)能看到拼图的设计图纸, 需要在

20 分钟的时间限制内向 W 组沟通, 但只能使用语

言, 不可以让 W 组直接看到图纸, 不可以自己动手

画图给 W 组, 也不可以用手势比形状。W 组(1~2

人)看不到拼图的设计图纸, 可以用纸笔记录从 D

组获取的信息。 

任务的具体实施流程可分解为四个阶段：(1)寝

室成员自由选择不同角色, 然后根据角色被分到两

个不同的小房间; (2)主试将设计图纸交给 D 组, D

组单独讨论如何向 W 组讲述图纸; (3) D 组进入 W

组房间与 W 组进行面对面沟通, 描述设计图纸; (4)

沟通结束, D 组离场, 主试将打乱的小块拼图发放

给 W 组, W 组完成拼图。这个拼图任务需要寝室成

员互相了解彼此的优势不足, 合理分配角色, 也需

要 D 组和 W 组双方有效传达信息、给予反馈、针

对反馈进行澄清或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因此这个

群体合作的任务在各个阶段都要求群体内部成员

之间具有良好的了解、沟通和默契, 能够考量群体

内是否具有长期的、良好的社会互动。 

我们用是否完成拼图以及完成拼图的时间来

衡量任务绩效。由于所有寝室都完成了拼图, 最终

的任务绩效(T3)由任务花费总时长(单位分钟)来衡

量。时间越短 , 绩效越好; 为了方便结果的理解 , 

我们在假设检验时将时间乘以–1 来表示群体任务

绩效。 

2.3  分析策略 

对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假设, 由于个体都嵌入在

不同的群体中, 为了控制组间差异造成的影响, 采

用 跨 层 次 线 性 模 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进行假设检验。对于群体层面的研究假设 , 

将采用一般线性回归进行假设检验。所有的间接效

应都利用 RMediation (Tofighi & MacKinnon, 2011)

进行检验。RMediation 能够更准确地估计第一类错

误 , 比 传 统 的 检 验 方 法 ( 如 Sobel 检 验 ) 更 有 效

(MacKinnon, Fritz, Williams, & Lockwood, 2007; 

MacKinnon, Lockwood, & Williams, 2004)。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表 1 呈现了个体层面变量的相关关系。个体自

我监控(T1)与第 2 个时点的他人积极情感(T2)和第

3 个时点的他人积极情感(T3)都正相关, 并且与后

者的相关性更强, 这为假设 1 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他人积极情感(T2)/他人积极情感(T3)与个体地位

(T3)和友谊网络中心度(T3)分别显著正相关, 这也

符合预期。个体自我监控(T1)与个体地位(T3)和友

谊网络中心度(T3)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明

自我监控水平对两种地位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效应。 
 

表 1  个体层面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 个体自我监控(T1) 4.69 0.67     

2. 他人积极情感(T2) 4.84 0.92 0.18*    

3. 他人积极情感(T3) 4.90 0.92 0.31*** 0.64***   

4. 个体地位(T3) 5.08 0.98 0.04 0.41*** 0.62***  

5. 友谊网络中心度
(T3) 

0.78 0.34 0.01 0.28** 0.32*** 0.29**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 呈现了群体层面变量的相关关系。群体自

我监控(T1)与第 2 个时点的群体凝聚力(T2)和第 3

个时点的群体凝聚力(T3)都呈正相关, 但与后者的

相关性并没有强于前者, 不符合预期。群体凝聚力

(T2)/群体凝聚力(T3)与群体任务绩效(T3)显著正相

关, 符合预期。群体自我监控(T1)与群体任务绩效

(T3)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明群体自我监控水

平对群体任务绩效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效应。 

3.2  排除无关变量 

在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假设之前, 我们首先对可

能的干扰因素进行了排除。首先, 我们排除了性别

的影响。在我们的样本中 , 男生的自我监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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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群体层面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1. 群体自我监控 
(T1) 

4.69 0.30    

2. 群体凝聚力(T2) 5.49 0.91 0.49**   

3. 群体凝聚力(T3) 5.54 0.91 0.45* 0.60***  

4. 群体任务绩效 
(T3) 

11.64 3.91 0.28 0.45** 0.4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M = 4.62, SD = 0.10)与女生的自我监控水平(M = 

4.73, SD = 0.07)不存在显著差异, t(120) = –0.91, p = 

0.362。这也符合 Day, Schleicher, Unckless 和 Hiller 

(2002)在元分析中的发现——在使用 Lennox 和

Wolfe (1984) 13 个条目的量表时, 性别与自我监控

水平无关。此外, 无论在个体还是群体层面, 性别

与他人积极情感、个体地位、友谊网络中心度、群

体 凝 聚 力 、 群 体 任 务 绩 效 均 无 显 著 相 关 (ps > 

0.455)。其次, 我们排除了认知能力对于群体合作

任务表现的影响。我们获取了大一新生在各自省份

的高考排名, 这种规范化考试成绩被研究证明与一

般认知能力显著相关(Frey & Detterman, 2004), 因

此可以将高考排名作为一般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

分析结果发现, 高考排名与群体凝聚力和任务绩效

并无显著相关(ps > 0.611)2。最后, 我们考察了共同

兴趣爱好等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来说, 

饮食和娱乐活动的差异性是影响他们能否进行密

切的交流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能会对群体凝聚力造

成影响。在第二次调查中, 参与者回答了“你与室友

在饮食习惯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你与室友在娱

                                                           
2 在我们的样本中, 40.6%的新生高考分数在其所在省份内位列前

50 名, 59.9%的新生高考排名在其所在省份内位列前 100 名。我们

生成了两个哑变量(dummy variable)——是否省内前 50 (1=是, 0=否)

和是否省内前 100 (1=是, 0=否)。我们再计算每个寝室内成员高考

排名是省前 50 的比例和省前 100 的比例。最后, 我们拿寝室省前

50 比例和省前 100 比例作为群体平均认知水平的指标, 分别与群体

自我监控水平(T1)、群体凝聚力(T2)、群体任务绩效(T3)做相关。

我们发现, 群体省前 50 比例与群体自我监控水平(T1) (r = 0.06, p = 

0.746)、群体凝聚力(T2) (r = 0.07, p = 0.718)和群体任务绩效(T3) (r 

= 0.03, p = 0.886)均不相关; 群体省前 100 比例与群体自我监控水

平(T1) (r = 0.03, p = 0.852)、群体凝聚力(T2) (r = –0.13, p = 0.467)

和群体任务绩效(T3) (r = 0.09, p = 0.611)均不相关。出现上述结果

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1)我们的研究样本属于高考表现较好的学

生, 这些学生虽然存在排名的差异, 但其认知能力可能并不存在显

著的差异; (2)我们的任务对这些大一新生而言并没有构成很大的智

力挑战, 因此认知能力在这里并不是核心要素, 成员间的沟通与协

作才是影响任务表现的关键因素。这表明我们在样本选择和任务设

计上的优势 , 尽可能排除了认知能力等其他因素的干扰 , 从而更

好地考察自我监控这一与人际互动有关的人格特质的作用。  

乐活动上是否存在差异” (1=完全不同, 7=完全吻

合)。结果发现, 群体饮食习惯相似性、群体娱乐活

动相似性和群体凝聚力无显著相关(ps > 0.148)。 

3.3  回归分析 

在检验个体层面的假设之前, 我们首先用零模

型估计了个体地位的组间差异, Too = 0.20, p < 0.01, 

ICC (1) = 0.268, 表明 26.8%的变异被组间解释。所

以有必要采用 HLM 来检验与地位相关的假设。对

友谊网络中心度的估计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 

Too = 0.12, p = 0.111, 但为了保持检验方法的一致

性, 我们统一用 HLM 做检验。3 

表 3 呈现了 HLM 的分析结果。模型 1 中, 个

体自我监控(T1)与他人积极情感(T2)有显著的正向

关系。为了检验自我监控发生影响的时间效应, 在

模型 2 中, 我们控制了第 2 个时点的他人积极情感

(T2), 再用个体自我监控(T1)来预测第 3 个时点的

他人积极情感(T3)。结果显示, 他人积极情感(T2)

与他人积极情感(T3)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并且个体

自我监控(T1)与他人积极情感(T3)也存在显著的正

向关系。我们进一步用 Z 检验比较个体自我监控(T1)

对他人积极情感(T2)的回归系数与个体自我监控

(T1)对他人积极情感(T3)的回归系数, 结果发现后

者显著大于前者, Z = 2.52, p < 0.05。这表明, 从第

2 时点到第 3 时点, 个体自我监控对他人积极情感

的影响有所增强。因此, 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即个

体自我监控会促进他人积极情感, 并且这一效应随

着时间推移得到增强。 

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检验了他人积极情感(T2)

对个体地位(T3)和友谊网络中心度(T3)的作用。我 
 

表 3  个体层面的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他人积极

情感(T2)

模型 2 

他人积极 

情感(T3) 

模型 3 

个人地位
(T3) 

模型 4 

友谊网络

中心度(T3)

个体自我监控
0.25* 
(0.12) 

0.60*** 
(0.07) 

–0.08 
(0.12) 

–0.03 
(0.04) 

他 人 积 极 情 感
(T2) 

 
0.28** 
(0.09) 

0.42*** 
(0.09) 

0.10** 
(0.03) 

样本量(群体水

平) 
32 32 32 32 

样本量(个体水

平) 
122 122 122 122 

偏差(deviance) 319.93* 250.27*** 311.67*** 64.40**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差。 

                                                           
3 我们用一般线性回归作为替代方法对个体层面的假设进行了稳

健性检验, 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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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选择第 2 个时点的他人积极情感(T2)而非第 3 个

时点的他人积极情感(T3)是为了尽量减少同源偏差

带来的干扰。结果显示, 他人积极情感(T2)分别与

个体地位 (T3)和友谊网络中心度 (T3)存在正向关

系。进一步用 RMediation 检验个体自我监控(T1)

通过他人积极情感(T2)对个体地位(T3)/友谊网络

中心度(T3)产生的间接效应。RMediation 通过两个

路径系数——个体自我监控(T1)到他人积极情感

(T2)的路径系数和他人积极情感 (T2)到个体地位

(T3)/友谊网络中心度(T3)的路径系数——的乘积

来检验间接效应。如表 5 所示, 95%偏差校正的置

信区间(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不包括 0, 

间接效应显著 。 

表 4 呈现了一般线性回归的结果。模型 1 中, 群

体自我监控(T1)与群体凝聚力(T2)有显著的正向关

系。模型 2 控制了第 2 个时点的群体凝聚力(T2), 用

群体自我监控(T1)预测第 3 个时点的群体凝聚力

(T3)。结果显示, 群体凝聚力(T2)与群体凝聚力(T3)

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但群体自我监控(T1)与群体凝

聚力(T3)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 假设 3 得

到部分支持, 即群体自我监控水平会促进群体凝聚

力, 但这一效应并未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 

模型 3 检验群体凝聚力(T2)对群体任务绩效

(T3)的影响。与个体层面的做法一致, 我们选择第 2

个时点的群体凝聚力(T2)而非第 3 个时点的群体凝 
 

表 4  群体层面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群体凝聚力 

(T2) 

模型 2 

群体凝聚力 

(T3) 

模型 3 

群体任务绩效

(T3) 

群体自我监控 
1.47** 
(0.48) 

0.62 
(0.50) 

0.47 
(1.22) 

群体凝聚力(T2)  
0.49** 
(0.17) 

0.89* 
(0.40) 

样本量 32 32 32 

R2 0.24 0.39 0.21 

F 9.22** 9.13*** 3.83*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 

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差。 

聚力(T3)是为了尽量减少同源偏差带来的干扰。结

果显示群体凝聚力(T2)与群体任务绩效(T3)有显著

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用 RMediation 检验群体自我监

控(T1)通过群体凝聚力(T2)对群体任务绩效(T3)的

间接效应。如表 5 所示, 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

不包括 0, 间接效应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关注自我监控这一人格特质在群体背

景下的作用。通过对大学新生寝室的跟踪调查, 我

们发现在个体层面, 个体自我监控能够提高他人对

该个体的积极情感, 并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得

到增强; 更进一步, 个体自我监控通过提高他人对

该个体持有的积极情感间接提高其在群体中的个体

地位和友谊网络中心度。在群体层面, 群体自我监

控能够提高群体内的凝聚力; 更进一步, 群体自我

监控通过提高群体凝聚力间接提高群体任务绩效。 

研究假设 3 的后半部分——自我监控对群体凝

聚力的预测力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并未得到数

据支持。我们认为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 从

样本的特征考虑, 随着入学日久, 大学生参与的其

他活动越来越多, 每个人的时间安排更加密集, 要

凑齐寝室所有成员的时间进行集体活动的难度相

比于初期有所提高, 这使得寝室作为整体的集体活

动频率下降。也就说, 自我监控对群体凝聚力的影

响也许被群体活动频率下降所抵消了。第二, 不同

于个体层面的中介变量“他人对某一个体的积极情

感”, 群体凝聚力不仅涉及了相处时的愉快感受 , 

也涉及成员之间互相的承诺和投入; 然而高自我监

控者对工作、伴侣的承诺水平并不会更高(Jenkins, 

1993; Norris & Zweigenhaft, 1999)。因此, 群体自我

监控构成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天花

板”。我们认为, 上述解释都有可能导致自我监控对

群体凝聚力的预测作用维持不变。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发现为自我监控以及地位等相关领 

 
表 5  RMediation 检验间接效应的结果 

路径 
自变量→ 

中介变量(a) 

中介变量→ 

因变量(b) 
估计量(a × b) 

偏差校正的 

置信区间 

个体自我监控(T1)–他人积极情感(T2)–个体地位(T3) 0.25 0.42 0.105 [0.006, 0.225]

个体自我监控(T1)–他人积极情感(T2)–友谊网络中心度(T3) 0.25 0.10 0.025 [0.001, 0.058]

群体自我监控(T1)–群体凝聚力(T2)–群体任务绩效(T3) 1.47 0.89 1.308 [0.105, 3.012]

注：Bootstrapping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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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做出了以下几点理论贡献。 

首先, 通过研究层次的转变, 我们不仅在个体

层面探究了个体自我监控对个体人际质量(他人积

极情感)和地位获取(个体地位和友谊网络中心度)

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群体层面探究了群体自我监

控水平对于群体互动(群体凝聚力)以及群体结果

(群体任务绩效)的影响。以往对自我监控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个体层面, 着重探究高自我监控者有哪些

有别于他人的行为表现(e.g., Oh & Kilduff, 2008; 

Wang et al., 2015)。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群

体来开展工作,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群体的构成, 

而不是单一地聚焦在群体中的个体上。然而, 我们

对自我监控在群体层面的效应却知之甚少。作为例

外, Roberson 和 Williamson (2012)的研究也只是将

群体自我监控作为边界条件, 检验了其是否调节表

达性网络强度与过程公平氛围强度的正向关系, 但

并没有直接探究群体自我监控构成作为一种群体

投入如何影响群体内部的互动, 进而影响群体的结

果。通过探讨自我监控这一人格特质在群体水平的

构成, 本研究揭示了以往忽略的自我监控的一大积

极作用, 即群体自我监控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群体

形成较高的凝聚力, 从而对群体的任务表现产生间

接的促进作用。 

其次, 我们引入动态视角, 探究了自我监控的

作用如何随群体发展而变化。在个体层面, 自我监

控对人际质量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还是减弱有两种

不同的推理。一方面, 大家从群体成立之初的非常

陌生到彼此了解, 性格、观念的相似性等因素可能

产生更大的影响, 自我监控特质的影响可能会下降; 

另一种可能则是, 群体成立之初, 大家都短暂性地

提高了自我监控水平, 但是, 随着群体发展, 只有

特质自我监控较高的个体仍然保持情境和社交敏

感性, 自我监控特质的影响会增强。我们的研究结

果支持了后一种可能性, 自我监控正向促进他人对

个体的积极情感, 并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

强。采用动态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人际互

动中, 尤其是在群体从建立到发展的过程中, 群体

内 成 员 之 间 的 互 动 的 频 率 和 内 容 是 发 生 变 化 的

(Tuckman, 1965)。比如在群体刚组建的时候, 人们

还处于相互试探、建立信任的阶段, 可能会采用印

象管理的手段, 削弱了个性特征对于人际质量的影

响。但是随着群体的逐步发展, 人们会进行更多的

协作 , 也会经历一些冲突 , 印象管理的程度减少 , 

个性特征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在个体层面发

现的自我监控对他人积极情感的作用随时间而增

强的结果, 也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地位领域也有一定的

贡献。过往关于自我监控的研究探讨了高自我监控

者在工作领域的一些表现, 例如他们更多展现出灵

活性而被选为领导(Hall, Workman, & Marchioro, 

1998), 或者更多塑造慷慨的同伴形象(Flynn, Reagans, 

Amanatullah, & Ames, 2006)从而获得更高的地位。

本研究的结论和这些研究具有相似性, 都指向了自

我监控可以促进个体地位的提升, 但是我们采取了

不同的解释视角。以往的地位研究(以期望状态理

论为代表)认为群体中个体地位的形成主要基于人

们对特定个体的贡献的预期 (Correl & Ridgeway, 

2003), 但我们认为在一般的人际互动中 , 他人的

积极情感也是获取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探讨地位

获取的其他途径也是近期理论所关注的一个方向,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美德也是获取地位的途径(Bai, 

2017)。 

4.2  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本研究有不少优势, 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

也存在一些局限, 是未来研究需要更好地去关注和

解决的。  

第一, 基于新生寝室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扩展

到工作团队和其他群体中, 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

检验。为了检验自我监控对人际互动的预测力是否

有动态变化, 我们选取了大学新生寝室作为研究对

象。但是寝室群体与工作团队有相似性也有区别

性。尽管学生也会在寝室内部交流学习求职等任务

相关的信息, 但寝室整体没有明确任务目标, 更多

是人际导向的。因此, 在个体层面的结论——自我

监控通过他人的积极情感间接地促进个体地位获

取——是否可以在工作团队中推广需要谨慎考虑。

在一些工作要求较低、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工作团队

中, 自我监控可能仍然具有作用; 但是在一些任务

导向很强的团队中, 自我监控对地位的间接影响是

否会被任务贡献所遮蔽, 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

续探讨。在群体层面, 自我监控通过群体凝聚力间

接影响了团队的合作绩效, 虽然我们尽可能使用了

客观的绩效指标, 但这一实验任务是否能迁移到实

际的工作任务中, 也需要谨慎的考虑。 

第二, 本研究并未探讨群体中自我监控的作用

是否存在边界条件。事实上, 一些群体特征可能会

影响自我监控的作用大小。比如, 群体的关系导向

越强, 人际交往中的规范越模糊, 成员的相似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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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越高), 自我监控的影响力可

能会越强, 因为这些情境需要人们在互动中监控他

人的行为和感受,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做

出更适宜的回应。在本研究中, 寝室是一个关系导

向较强的情境, 未来研究可以继续考察规范的清晰

度和成员的相似性(例如价值观的差异、专业背景

的多样化等)是否会产生影响。更为有趣的是, 本研

究主要揭示了自我监控在群体背景下的积极意义, 

但自我监控并不总是正面的,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探

讨自我监控对于人际互动或者群体互动可能存在

的负面影响以及这些负面影响何时会显现等问题。 

第三, 本文虽然引入了动态视角, 但没有测量

群体互动的变化, 无法从数据上确定自我监控和哪

些因素发生了交互作用, 也未能揭示群体互动的具

体过程。比如, 个体自我监控对他人积极情感的正

向作用随时间增强, 是否是因为随着群体发展, 高

自我监控者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多了解和捕捉到了

群体内他人的性格、价值观、行为习惯等信息, 还

是由于低自我监控者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产生了更

多的人际冲突？又比如, 群体自我监控对于群体凝

聚力的预测作用未能随时间增强, 是由于高自我监

控者对寝室的承诺不够强、更多进行了寝室外社交, 

还是因为寝室集体活动频率下降, 寝室整体的相处

时间减少？这些内部的过程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

探究。并且, 我们在时间跨度的选取上也有一定局

限。本研究对新生寝室进行了一个学期的追踪调查, 

我们认为从通常的社交频率来看, 寝室成员朝夕相

处, 一个学期的时间长度足够室友之间较深入的了

解, 在此时自我监控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该时间跨度是否足够长 , 或者在什么时间范围内 , 

自我监控对他人积极情感的作用是逐渐增强的, 仍

然是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因此, 对于自我监控时

间效应的推论需要更加谨慎, 并且需要未来更多的

实证证据, 才能形成一个整合的判断。 

第四, 我们在考虑群体互动的过程中, 忽略了

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的层级划分。具体来说, 有些寝

室内部可能有较为明显的非正式领导; 而有些寝室

内部的所有成员则处于平等的关系。对于那些存在

非正式领导的寝室而言, 非正式领导可能在组织寝

室活动、协调成员关系、分配群体任务等方面都会

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存在非正式领导的

寝室可能会比没有非正式领导的寝室表现出更强

的群体凝聚力和更好的群体合作表现。此外, 当群

体中存在非正式的领导时, 单纯采用平均分的方式

来计算群体自我监控水平可能也忽略了非正式领

导和普通成员对群体凝聚力和群体任务绩效的影

响的差异, 未来研究可以采取更为精细的设计, 比

如探究领导的个性特征和群体成员个性构成各自

的作用和交互的作用(Colbert et al., 2014; LePine, 

Hollenbeck, Ilgen, & Hedlun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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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monitoring, as a personality trait, describes the extent to which an individual is attentive to social cues and 

regulates and adapts his/her own behaviors accordingly to achieve social appropriateness. In the process of group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self-monitoring not only impacts the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influences both group interaction and group outcome. While prio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researchers have generally ignored the effects at the group level and have not examined th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in group dynamics over time. To fill this gap,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group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is research adopts a dynamic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at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 Specificall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e attempted to examine how self-monitoring affects the positive 
sentiments held by other group members toward an individual and further influences the individual’s status attainment 
within the group; at the group level, we attempted to examine how group-mean self-monitoring affects group cohesion as 
well as the group performance in collaborative tasks. In addition, we intend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ffect of 
self-monitoring on positive sentiments changes over time and whether the effect of group-mean self-monitoring on group 
cohesion changes over time. 

To test the hypotheses, we conducted a longitudinal study (three points in time) over one semester, deliberately 
choosing students from 32 freshmen dorms as the participants, and we collected data through both surveys and a 
behavioral task at three waves (T1, T2, and T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self-monitoring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itive sentiments held by other group members toward the focal person, and self-monitoring had a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n the focal person’s status attainment (indicated by status rating and friendship network 
centrality) via positive sentiments; at the group level, group-mean self-monitoring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group 
cohesion, and group-mean self-monitoring had a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n the group performance in a collaborative task 
via group cohesion. We also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elf-monitoring on group members’ positive sentiments 
toward the focal person increased over time (from T2 to T3). 

This research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 we contribute to the self-monitoring 
literature by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at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high 
self-monitors can not only build high-qua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enhance group 
cohesion in a collective way. Second, we introduce a dynamic approach to studying self-monitoring.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actions among group members and with the group development over time, the effect of self-monitoring may 
change as well. Adopting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can capture this changing track and thu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in the group context. Lastly, we contribute to status research by identifying an important 
antecedent of individual’s status attainment in group – positive sentiments held by other group members toward the 
focal person. 
Key words  self-monitoring; status attainment; group performance; longitudinal study 

 


